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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切入口，对情绪调节理论进行了阐述：早期精神分析理论，把情绪
调节看作被动防御机制，情绪调节困难导致心理问题；情境观把情绪调节看作为应对情绪情境即时的心理

反应，策略使用情况与心理健康相关；过程观认为情绪调节在情绪发生过程中展开，不同阶段所采用的调

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相关，后又把调节过程扩展到情绪恢复到正常状态所持续时间，时间与心理健康相关；

结构观认为情绪调节结构的差异影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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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中国传

统医学把情绪调节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怒

伤肝，忧思伤脾”的观点，反映了朴素的心理免疫

思想以及对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关系的认识；西方

文化中诸如“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才能成功”，“让你

的情绪作你的向导”等古老谚语，反映了西方哲学

家们对情绪调节所持的两种相反观点。然而，情绪

调节作为心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却仅是 20
世纪 80年代的事情[1]。向前追溯，情绪调节进入心

理学的视野要数精神分析理论了，该理论是当代情

绪调节研究的先驱，它否定情绪的积极作用，认为

情绪如洪水猛兽，而个体情绪调节的任务就是，使

自身尽可能少地受消极情绪所左右，通过行为和心

理上的控制来降低消极情绪的体验。早期精神分析

理论认为，个体出现精神问题是由于两类焦虑的调
 节出现困难：一种是基于现实的焦虑，它是由于自

我难以达到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个体对焦虑的调

节就是尽量避开某种情境或者过分抑制个体的行

为。另一种是由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出现矛盾而体验

到的焦虑，个体对其的调节就是降低受超我所审视

的本我冲动，然而却可能因此导致未来更高水平的

焦虑。而自我防御则是基于调节这两类焦虑以及其

它消极情绪而提出来的术语[2]，也是精神分析理论

中具有标志性的概念。在这里，情绪调节仅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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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消极情绪体验的防御机制，情绪调节的困难导

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但是，它却难以解释人们有

意识地主动调节情绪困难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

也不能解释有些人因为积极情绪调节不当，为什么

也会产生心理问题？ 
弗洛伊德的情绪调节理论是基于他治疗精神

病人的临床实践而提出的，所以，只重视消极情绪

调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后来的研究者[3]基于正常

人群经验和有关实证研究，提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

绪均可以通过主动调节，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

水平。这样，情绪调节不再仅仅作为个体被动防御

机制，而强调主动进行情绪调节的积极作用，从而

在心理健康中的地位得到肯定。尤其是随着智力或

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面对不

同情绪刺激，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不仅与心理或精

神问题关系密切，尤其对个体的认知活动效果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这一共识对情绪调节研究的深入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后的研究者对于情绪是否需要调节，如果需

要调节，到底该怎样调节，调节多少等问题的展开

了争论与探讨，尽管不同的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有所不同，但多多少少是基于其对个体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以及认知决策等的关系而展开的。本文试

图从历史角度，把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作为

切入口，围绕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由对立到统一，

由被当作单纯与个体心理健康相排斥的内容到被

看成既可以破坏，也可以建立个体内部情绪环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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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一种力量的地位变化。粗略勾勒一条从把情绪

调节仅仅看作应对暂时情境的工具，到看作随着情

绪的产生而发生的过程，以及把情绪调节过程扩展

到情绪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过程观点，再到情绪调节

的结构观的大致理论脉络。 

1 情绪调节的情境观 

1.1 情绪调节的应对模型 

情绪调节正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是源于发展心理学研究[1]。借用压力和应对研究的

传统，研究者针对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计划性和复

杂性，提出情绪调节的应对模型：比较有影响的如

Lazarus和 Folkman提出的应对模型[4]：他们把情绪

调节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问题为中心（problem- 
focused coping）——个体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
图改变情境或去除引起紧张的威胁，如重新定义问

题，考虑替代解决方案，衡量不同选择的重要性等，

这样，个体面对问题情境，如果经过努力，问题获

得解决，从而降低个体的情绪紧张程度或压力；一

种是情绪为中心（emotion-focused coping）——个
体为了降低情绪压力采用行为或认知调节策略，如

行动上回避，转移注意力，换个角度看问题等，个

体主要关注其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

的情况。具体哪种应对类型有助于心理健康呢？研

究[5]发现，过多使用以情绪为中心应对的个体，表

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而过多使用以问题为中心应

对的个体，在任务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表现出较高

的焦虑水平。对依恋的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个

体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应对情绪情境类型，原因

是安全依恋个体对外界具有较高的控制感[6]。而且，

研究还发现，感知到的应对类型是依恋和心理健康

的中介变量[7]，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对自己情

绪应对类型的感知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事实上，

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可控时，以问题为中心进行

应对，直接解除刺激对情绪的压力，有助于心理健

康；而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不可控制时，以情绪

为中心应对情境，通过改变主体的认识或行为而降

低情境对情绪的消极影响，进而有利于心理健康[8]。 
该理论尽管采用压力和应对传统，有其精神分

析的根源。但是，它的适应性、有意识的主动应对

情境是与精神分析有根本区别的，而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它把情绪调节的注意力从个体的人格变量

转移到所面临的情境变量。但其主要关注的仍是情

绪调节对诸如焦虑，抑郁等个体内部心理问题的影

响，而对个体情绪调节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则未给予

应有的重视。 
1.2 功能主义的观点 

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强调行为或心理成分

的适应性、目的性与有用性。对情绪的基本看法为

情绪不但能够建立、维持，还能够中断或破坏个体

与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关系[9,10]。从该观点出发，情

绪调节是通过排除影响个体目标达成的障碍，从而

表现出其适应意义。反过来，失调或调节不当的情

绪，却可能中断或破坏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因此，

个体在面对情绪刺激情境时，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

策略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不同的影响。有研究者[11]

把情绪调节策略归为三类：一类是转移注意。该策

略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调节；第二类是搜寻

刺激情境信息。即个体在面临情绪刺激情境时，期

望获得到较多的解释性信息，个体了解的信息越

多，越可能降低情绪的唤醒水平。第三类是寻求情

感安慰。对低收入家庭儿童愤怒的研究[11]发现，在

面对挫折任务时，从刺激源转移注意力和搜寻挫折

情境信息与愤怒情绪降低有关。寻求安慰策略与母

亲控制水平和亲子关系的质量共同影响愤怒情绪

的变化。使用较多转移注意策略的儿童，其外部心

理行为问题较少。即使忽略个体差异，情绪调节策

略的使用与心理问题仍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

研究还发现，仅使用单一情绪调节策略或者随机使

用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比随着刺激情境的变化而

有计划地使用不同调节策略的个体，报告出较高的

焦虑水平和表现出较多的身心症状[12]。 
该理论强调了情绪调节的适应性，关注了情绪

调节与个体内外部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关系，但是把

情绪调节等同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把儿童情绪

调节的发展理解为不同年龄阶段情绪调节策略使

用的差异有些不妥。 

2 情绪调节的过程观 

2.1 情绪调节的两阶段过程模型 
不管应对模型还是功能主义的情绪调节观点，

主要研究内容是针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而且把情绪

调节作为一次性完成的行为。而 Gross提出的情绪
调节两阶段过程模型[3]，则认为情绪调节是在情绪

发生过程中展开的，在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情绪调节。他根据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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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或情绪反应之后，把情绪调节分为先行关注情绪

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和反
应 关 注 情 绪 调 节 （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激活之前，
称先行关注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已经形

成、情绪反应激活之后，称反应关注情绪调节。Gross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把情绪调

节策略归为两大类：即认知重评（ 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
认知重评从认知上改变个体对情绪事件的理解，从

而改变其情绪体验，属于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

略。表达抑制是指对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

达进行抑制，该策略调动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

但仅仅控制了情绪的表达，改变了外部情绪表现，

情绪体验并没有因此改变，属于反应关注的情绪调

节策略。 
Gross 及其同事就该模型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发现，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其幸福感、抑

郁和满意度等反映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较积极。而

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13]。这

一点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14,15]的证实，研究还发

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增强了消极情绪体验，抑制

积极情绪表达降低了积极情绪体验[16]。同时，由于

表达抑制需要耗费认知资源，从而对其它认知活动

产生消极影响[17,18]，比如，社会交往目标难以有效

达成，可能因此导致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的破坏，

反过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又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内部和外部双重的消极影响使使用表情抑制的个

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而认知重评策略发生在情

绪产生之前，不需要持续的调节，从而较少占用认

知资源，因此，几乎不影响认知任务的完成。 
该模型把情绪调节看作在情绪产生过程不同

阶段所进行的，既有消极情绪调节，也有积极情绪

调节，强调一般情绪调节过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另外，从调节情绪体验到调节情绪表现，在关注内

部环境的同时，强调了情绪调节通过影响与外部环

境的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该模型主

要强调从行为层面上，降低不良情绪的表达，而没

有重视对消极情绪适应性的表达。虽然抑制消极情

绪与短期的社会能力呈正相关，然而长期而言，一

味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不但使个体难以理解自己

的情绪，还容易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而适应性

的情绪表达却有利于提高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社

会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19]。 

2.2 自动-主动情绪调节的神经科学研究 

Davidson从神经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通过对
情绪理论的发展历史考察，认为情绪调节包括内隐

的、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和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
[20]。当然，作为广义上的情绪调节过程，这两个阶

段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但这并不能否定二者在

时间上的相对先后延续性。 
自动的情绪调节过程与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

分别激活大脑不同的部位[21]。当个体受到情绪刺激

时，先是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更多与边缘

神经系统、海马回、杏仁核等神经系统的变化有关，

然后涉及到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该过程主要与认

知调节以及个体对有关情绪肌的抑制与调节有关。

该假设也得到了实验[22]的支持，研究通过先诱发被

试产生某种情绪，对反映其有关情绪的指标进行测

试，随后施以不同的指导语，目的是使被试进行不

同方向的主动情绪调节，然后测试有关情绪指标。

结果发现，不同的指导语对反映情绪的有关指标产

生了显著的效应。实验还发现，抑制消极情绪的能

力与增强消极情绪的能力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22]，

表明在调节情绪的方向与效价（valence）上有显著
的个体差异。而这种差异有可能导致个体的心理健

康水平不同。另外，自动情绪调节过程的长期影响

有可能塑造情绪的中央神经系统，从而影响到个体

的心理健康，甚至身体健康或免疫系统的功能。 
该理论把情绪调节过程分为情绪产生的自动

过程与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相当于扩展了 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即不管是先行关注的情绪调

节还是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之前，都有一个自动的

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与随后的调节过程关系密

切，理应是情绪调节过程的内容。况且，情绪调节

过程的部分目的是使个体适宜的情绪产生于自动

的过程，一旦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符合个体的内外

环境需要，主动的情绪调节就没有必要再参与进

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产生与情绪调节更像是

一个过程的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也有人试图通过

研究情绪调节过程中诸如注意等认知活动，对自动

和主动情绪调节过程做较细致的区分，以考察与情

绪调节有关的认知活动对情绪调节质量或心理健

康的影响[23]，如焦虑是与情绪调节过程中的注意控

制有关。 
然而，无论是应对模型还是情绪调节过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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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只强调了情绪调节内容或情绪调节过程本身，

即把情绪调节看作情境性的行为或过程，一旦完

成，该情绪调节行为或过程即告结束。它们主要考

察个体面对情绪刺激反应的广度（magnitude）或不
同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却忽略了另一个重

要方面：情绪调节所持续的时间（duration），即个
体对情绪刺激反应的深度。而情绪调节持续时间理

论则弥补了这一缺漏，该理论强调个体恢复到情绪

刺激前的正常情绪状态所需的时间，以及其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相当于从时间维度上扩展了情绪调节

的过程。 

2.3 情绪调节的持续时间理论  

研究发现，消极情绪调节持续时间越长，与其

消极的健康状况成正相关，研究者用心理恢复力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来解释这种现象，指个
体在面对丧失、困难或厄运时有效的应对与适应，

对某些事件的心理恢复力正如金属的弹性，如有的

金属质硬，易折断，说明弹性小，而有的金属则质

软，柔顺，不易折断，说明其弹性大。人的心理恢

复力与此类似，在面对消极事件或情境时，个体在

产生消极情绪的同时，也会产生与该消极情绪相对

抗的心理恢复力[24]。研究者围绕心理恢复力对个体

情绪，认知以及生理影响展开了许多研究，发现积

极情绪是心理恢复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基于

此，Fredrickson提出了心理恢复力的形成理论[25]：

扩大与积聚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与以
往情绪调节理论不同，该理论强调积极情绪在消极

情绪调节中的积极作用。 
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体验扩大了个体瞬间思

维-行动的资源库，反过来，这些可利用的资源又

可能帮助个体建立或积累从身体、智力到社会和心

理的资源[25]。通过该机制，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情

境时，积极情绪能够帮助其较快地恢复到正常情绪

状态，包括诸如血压，心率等生理指标以及主观情

绪体验等[11]。这也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

个体在体验积极情绪时，其思维模式更可能与众不

同，灵活，有效且具有创造性，而且更可能使个体

采取多种可能行为[25]。消极情绪则使个体思维狭

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如果个体在遭遇消

极情绪情境时，通过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提高积极情

绪体验，积极情绪可以缓冲消极情绪所带来的压

力，充当消极情绪延迟效应的“解药”（antidote），
使个体尽快从消极情绪体验中恢复到正常水平，

Fredrickson 及其同事称该效应为“解除效应”
（undoing hypothesis），一项对美国 9·11前后大学
生的研究[26]也支持了该理论。另外，研究者还设计

了一个实验[27]，通过不同的任务诱发个体消极，积

极和平静的情绪体验，然后再给予所有被试消极情

绪刺激，结果发现，积极情绪体验组其心血管指标

恢复得最快，悲伤情绪组恢复到正常水平所用的时

间最长，平静组次之。因此，常体验到积极情绪的

个体或能够较有效地调节自己体验积极情绪的个

体，在遭遇消极情绪刺激时，其心理恢复力较高，

具有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 
心理恢复力是个体相对稳定的应对消极情绪

的资源，它使个体尽快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然而

积极情绪并非仅仅反映了心理恢复力的高低，随着

时间的推移，积极情绪通过扩大机制能够提高个体

的心理恢复力，二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28]。情

绪调节的主要任务是使个体在面对消极事件时，通

过利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尽可能地体验积极情

绪，在提高心理恢复力的同时，提高个体心理健康

水平。在该理论中，积极情绪作为应对消极情境的

工具，而不仅仅是与消极情绪相对应的情绪类型。

该理论把心理恢复力引入到情绪调节中，从而弥补

了先前研究的不足，从只强调情绪调节知识或情绪

调节策略的使用是否合适，到关注情绪调节所延续

的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了情绪调节

延续时间的机制。 

3 情绪调节的结构观 

不管是情绪调节的情境观还是过程观，认为情

绪调节是偏线性的，这也与信息加工过程的主流思

潮相呼应，而与这种线性观点理解角度不同的情绪

调节结构观，主要从横向角度考察情绪调节的结

构，从而探讨其与不同的情绪失调或紊乱的关系。 
3.1 多维度的情绪调节结构 

Kim认为，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情绪调节概
念系统过于强调对情绪体验和表达的控制

（control），以及降低情绪唤起的水平等[29]。而实

际上，许多情绪失调或情绪问题症状的出现恰是情

绪控制的结果，例如，避免体验、尤其是避免消极

内部情绪体验促成了部分情绪紊乱的出现，同时，

限制情绪表达还会提高个体生理唤醒水平，而且，

有研究者[30]干脆把情绪调节等同于情绪控制。显

然，情绪调节的概念系统本身就容易出现对情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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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误解。用 Kim的话[29]来说，适应的情绪调节不

是控制、排除（eliminate），而是调节（modulate）
情绪体验，他试着提出了自己的情绪调节结构：（1）
对情绪的意识和理解。（2）对情绪的接受。（3）控
制冲动行为以及按照既定目标行为的能力。（4）根
据个体的目标和情境的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情绪

调节策略来调整期望情绪反应的能力。情绪调节结

构中的全部或任何一种成分的缺乏都可能导致情

绪调节困难，进而出现情绪失调。 
以该结构作为理论基础，他编制了一个情绪调

节困难量表（DERS：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多种评价方法的数据均获得了较好的质量
指标，最后确定了量表的 6 个分维度，即（1）难
以意识自己的情绪反应。（2）缺乏对自己情绪反应
清晰度的认识。（3）不能接受自己的情绪反应。（4）
较少的有效情绪调节策略。（5）当体验消极情绪的
时候，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反应。（6）当体验消极
情绪的时候，难以按照目标的指导调节情绪[29]。该

实验结果表明区分以下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即情绪

意识（awareness）和情绪理解（understanding），以
适宜方式实施一定情绪行为的能力和避免以不适

宜方式实施一定情绪行为的能力。例如，难以意识

到自己的情绪反应就很难有意识地进行情绪调节，

而不能理解自己的情绪即使个体有意识地进行情

绪调节，也很难奏效。因此，有关的情绪问题也不

一样，从而干预或治疗的方法也会有别。 
该理论从情绪调节的横向结构进行考察，对情

绪调节原有概念系统进行了解构，通过理论探讨与

实证支持初步重建了情绪调节的概念结构，然而，

由于该结构提出时间尚短，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

与实验研究进行修订与验证，另外，对于各个概念

或成分之间的具体关系仍需探讨与研究。 
3.2 元情绪（meta-emotion）结构模型 

元情绪概念是 Salovey 基于对情绪智力的研究
而提出的[31]，指个体对情绪的理解、监控、评价以

及对调节过程的反思与监控，并初步提出了元情绪

的结构模型，而元即对情绪的反思与调节。后来

Gohm 做了进一步的工作，从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的
角度提出元情绪的三个维度[32]：（1）情绪清晰度
（clarity）。指个体区分和描述特定情绪的能力，而
不仅仅是意识到情绪的好或坏。该维度是元情绪的

基本内容和结构，如果个体对自己的情绪认识不清

晰，导致对情绪体验困惑，而且在一些情境可能会

出现难以预料或者不适宜的情绪表现。因此，非适

应性的情绪调节结果，导致个体试图削弱情绪以避

免不可预料的行为发生。反过来，避免体验情绪又

会降低对情绪清晰性的认识，导致出现情绪困扰，

表现为难以进行情绪调节或者以一种紊乱的方式

调节情绪。（2）情绪注意（attention）。指个体对情
绪给予注意和重视的倾向性。对情绪很少给予注意

的个体，很难进行情绪调节，因为其认为情绪的产

生与任何事件无关。而对情绪注意过多或认为情绪

非常重要的个体，也很少进行情绪调节，因为其认

为情绪几乎与任何事件都有关而无从调节。而只有

在这两个极端区间的个体，即对情绪给予中等注意

者最可能对情绪进行有效的调节或管理，也最少出

现情绪困扰。（3）情绪强度（intensity）。即个体体
验到典型情绪的广度，它与唤醒度，生理或神经的

表现相联系。情绪强度太大的个体可能意识到情绪

的影响，但进行情绪调节难度显得更大。以新兵为

被试的研究[33]发现，情绪清晰度高的个体在实地交

火训练时，较少出现诸如大脑一片空白、不能思维

等认知困难的情况，而情绪强度与情绪注意则与这

些表现无关。显然，元情绪的三个维度对不同的认

知活动影响不同。另外，其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

也不尽相同，如过度的情绪注意可能与焦虑有关，

过高的情绪强度则可能导致攻击等外部行为问题。 
该结构模型进一步对三个维度之间具体的关

系以及组合做了阐述，并获得了实验[20]的支持。通

过聚类分析，Gohm 基于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区
分出四类人群考察情绪调节的差异以及导致情绪

问题的具体机制。例如，在三个分维度上得分均高

于平均分的一组人群称为激动型（hot），其对情绪
刺激的反应性较强。情绪强度较高，但情绪清晰性

较低的群体称为狂暴型（overwhelmed），其情绪调
节的方式与其他类型差异很大，甚至是相反的或没

有能力进行情绪调节。各个分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

分的一组人群称为淡漠型（cool），该类型的个体对
情绪刺激的反应性较低，因此情绪调节的动机水平

也较低。理智型（cerebral）个体情绪清晰性得分很
高，但其它两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分。各维度的

不同结合形成不同元情绪结构特征的人群，其情绪

调节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点，这也得到了实证

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不同元情绪结

构特征的人群降低焦虑或压力的贡献差异很大[34]，

对有的人群贡献率很高，对另外的人群几乎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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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作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有中等水平的情

绪智力，但是却不曾应用，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这种强调个体差异的细致区分，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情绪调节的具体机制，同时为有针对性的

情绪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另外，元情绪模型在理论

取向上既重视了情绪调节的结构，也没有忽视情绪

调节的过程，对于理论上整合情绪调节的不同观点

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4 小结 

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密切关系为情绪调节

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

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基于此，20多年来的情绪调节
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个体通过调节影响自己体验到

的情绪性质，何时体验，以及怎样体验和表达情绪

等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二者关系的研

究则主要停留在相关范式，将来研究要集中探讨情

绪调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相比较而言，机制

研究对理论工作和临床意义更深远。另外，在研究

方法上，由于受心理学主流的影响，情绪调节的研

究也一直被传统的认知主义方法所统治，而对认知

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之争，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理

论或方法来解决，该问题的争论实际阻碍了情绪调

节理论的发展。未来的研究或许应该放下纷争，采

用系统方法结合情绪调节的不同观点，整合情绪调

节不同成分以及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因为情绪调

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割裂开研究，往往使得

在研究中只抓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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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view on the emotion regulation(ER)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ER and mental health. Early psychoanalytic theory didn’t attach importance to ER and take it as the passive 
defensive mechanism, and psychopathy was viewed difficulties with ER. Situation-oriented approach took ER as 
instant psychological reaction to emotion situation, and the use of different ER strategies were related closely to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state. Process -oriented approach considered ER to be extending during emotion generative 
process, and the use of ER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period resulted in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state, some later 
researchers posite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ory, which focused on durations of emotional reactivity to situation, 
and the length of durations were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level, this theory extended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ucture-oriented approach assumed that ER consisted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instead of different processes, an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ER components resulted in individual’s variety of 
mental health level.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health promis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ER theory. 
Key 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mental health, theory.  


